
第 28卷　第 4 期

2009 年11月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28 , No.4
Nov.2009

水洞沟第 12地点古人类用火研究

高　星
1 , 2
, 王惠民

2 , 3
, 刘德成

1 , 2
, 裴树文

1 , 2

陈福友
1 , 2
,张晓凌

1 , 2
, 张　乐

1 , 2

(1.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2.中国科学院人类演化与

科技考古实验室 ,北京　100044;3.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银川　750001)

摘要:水洞沟遗址第 12地点在 2007 年的考古发掘中从距今约 1.1 万年前的灰烬层中出土大量破碎的石

块。对这些石块的形态观察 、大小统计和岩性分析表明它们是被人类选择 、加热 、利用而后破碎的。用同

类石料所做的模拟实验表明 ,这些石块是在经历高温热烧后被浸入水中崩解破碎的 , 即它们是生活在遗址

的先民用来烧水和烹煮液体食物的“烧石” 。对遗址区地下水和地表水所做的水质检测分析显示 , 该地的

生水中大肠杆菌含量严重超标 ,不能被直接食(饮)用 ,但煮沸后此项危害得以消除;生态环境资料表明当

地晚更新世末以来生长着多种可被人类食用的植物 , 其中的一些可食性籽粒必须经过烹煮方可被享用。

该地点的烧石是首次被确认和论证的旧石器时代先民复杂 、间接用火的考古证据 ,对探讨该遗址古人群对

特定环境的适应生存方略与聪明才智 ,以及古人类用火能力与方式的发展演化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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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洞沟遗址群自 1923年发现后一直被中外学术界关注
[ 1]
,该遗址的分布范围不断扩

大 ,地点不断增加 ,出土材料不断丰富 ,学术探讨的领域不断拓展。在该遗址出土的大量旧

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 ,部分石制品明显具有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中 、晚期文化的技

术风格 ,在中国旧石器考古文化体系中特立独行 ,因而成为探讨晚更新世人类迁徙 、东西方

文化交流和古人类对特定生态环境适应生存方式与能力的学术热点
[ 2 , 3]
。

到目前为止 ,对水洞沟遗址的考古材料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制品的类型与技术方面。自

本世纪初在遗址开展新的调查 、发掘和研究以来 ,遗址出土的大量古人类用火材料引起本文

作者们的极大兴趣 ,意识到这些材料提供着古人类应对环境变化而采取的特定适应行为方

式的重要信息 ,是研究当时人类智能发展 、生存方略和人群间 、人与环境间互动关系的不可

多得的材料。其实 ,水洞沟遗址文化层中的用火材料在遗址发现和发掘伊始便被记录过 ,尤

其是 1980年宁夏博物馆与宁夏地质调查队进行的第四次发掘更是多有发现
[ 4]
,但当时没有



对此加以重视和展开研究 。2002年高星等公布过一批采自于第 2 地点的火塘材料
[ 5]
,但侧

重点是用火塘中的样品做年代测定 ,对用火遗迹本身并未开展进一步研究 。

2003—2007年期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

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数个地点开展了系统发掘 ,清理出大量火塘遗迹 、木炭 、灰烬 、烧石 、烧

骨等用火材料。这些用火遗迹 、遗物出自文化层 ,时代明确 ,与石制品 、动物碎骨等文化遗物

有清楚的共生关系。其中在第 2 、8 、12地点发现的用火遗存最为集中和丰富 ,保存状况也最

佳
[ 6]
。这些用火材料分属两个不同的时段 ,提供着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用火模式发生重大

转变的重要信息 ,对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能力发展过程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系

对第 12地点古人类用火行为的专题研究 ,包括对用火材料的观察 、分析和实验研究 ,并据此

对晚更新世末古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智能发展提出探讨 。

2　第 12地点发掘出土的用火材料与成因

第12地点位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核心区以北约 4km 处 ,地理坐标为 N38°19′40″,

E106°29′49″。该地点发现于 2005年 ,2007年做了面积为 12m
2
的小规模发掘 。文化层埋藏

于边沟河Ⅱ级阶地中上部 ,为厚层的灰黑色含细砂灰烬层 。碳 14 和光释光测年表明 ,该文

化层形成于距今 1.1—1.2万年之间
[ 7]
。

该地点保存的旧石器时代灰烬层分布范围和厚度十分罕见 ,代表古人类在遗址长时间 、

大范围的用火行为和对火的高度依赖性 。该地点大部分堆积已被砖场取土破坏 ,但在残存

的堆积剖面上仍可见灰烬层南北延长逾 50m ,东西延展约 10m ,呈透镜状分布。灰烬集中分

布的最厚处达 1.6m 。据砖场人员陈述 ,他们取土时在现残留剖面的西侧见到过更厚 、更集

中的灰烬堆积。该地点的灰烬层为灰烬 、木炭 、砂土 、石块的混合堆积 ,不见明确的分层现

象。地层中出土大量石制品 、骨制品和动物碎骨。石制品包括细石核 、细石叶 、刮削器 、局部

磨光的石器 、石磨盘-棒 、石杵等;骨制品包括制作精美的骨锥 、骨针和有刻槽的骨片等;动物

碎骨中有明显烧烤过的标本(图1)。

图 1　水洞沟第 12 地点出土的细石器

Fig.1　Microlithic artifacts from

Shuidonggou Locality 12

　

地层堆积物中包含大量石块 ,这些石块皆被

烧灼过 ,本文称其为“烧石” 。烧石的大量存在是

该遗址文化遗存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旧石器时代

遗址中罕见。在 2007 年发掘期间共发现 、收集烧

石13000多块 ,总重量 307kg ,在 12m
2
发掘探方堆

积中密集分布 ,与其它文化遗存混杂共生 ,无一定

分布规律 。这些烧石形态各异 ,多呈多面体不规

则形状 ,除烧裂和色变迹象 ,没有打 、砸等人工加

工改造的痕迹 。它们个体大小有一定差异 ,重量

多在 12—280g 区间内变异 , 其中 60%者重量在

20—50g之间 , 18%者重量为 50—100g , 5%者重量

为100—150g ,超过150g者仅占 1.5%;55%的个体

粒径在2.5—5cm 之间 。总体看来烧石个体间的差

异不很大 ,以小型者为主 ,应该是人工选择 、利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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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98%的烧石是经烧烤后破裂的石块 ,表面多呈现裂纹和高温导致的灰白 、灰褐颜色 ,

与敲开后出露的岩石本色有明显区别。少量个体完整的烧石表面出现不规则龟裂纹。约

40%的烧石保留原生石皮 ,说明他们系自然石块被直接用作烧石使用 。裂解的石块的破裂

面多为不规则裂面 ,部分破裂面是岩石的节理面(图 2 ,3)。少量标本表面在出土时黏附着

微量烧灰 。岩性分析统计表明 ,该地区常见的石料主要有灰岩 、白云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及

少量变质岩和燧石小砾石 ,而烧石的材料几乎全是石英砂岩和白云岩 ,且以前者为多 ,基本

不见该地区最普遍的灰岩和遗址中常用来制作石器的燧石 、脉石英等原料 。

图 2　出现龟裂纹的烧石

Fig.2　Burned stones from

Shuidonggou Locality 12

　

图 3　破碎成小块的烧石

Fig.3　Pieces of burned stones from

Shuidonggou Locality 12

　

上述特点说明这些烧石不是偶然出现在遗址地层中自然破碎的石块 ,而是人类有意识

选择 、搬运到遗址并经烧裂所致;并且不是作为制作石器的原料偶尔被热火烧过 ,而是经人

类长时间高温烧烤。从其个体大小 、出现数量和破裂程度看 ,他们也不是考古遗址中和现代

野外生活中常见的火塘或炉灶的圈石 ,而是有其特殊和专门的用途。我们对其功用的判断

是:它们是被古人烧热后用来熟食或烧水使用的 ,体现了先民用火用热的特殊技能与方式以

及当时的人群对当地特定生态环境的特定适应生存方略。

3　模拟实验研究

为了解这些烧石的性质和成因 ,量化特定的石料达到遗址出土标本破裂程度与状态的

火温和烧烤方式 ,我们对在遗址周边采集到的与遗址出土烧石岩性相同 、形态相近的砾石 、

石块进行了烧烤的模拟实验。实验的基本设计如下:a.具有可对比性的合适原料的采集 、选

择;b.对石料进行低热灼烧后形态改变状态观察(包括不浸水与浸水 2种方式);c.对石料进

行高热灼烧后形态改变状态观察(包括不浸水与浸水 2种方式);d.用已浸过水的烧石进行

再灼烧 、浸水反复实验观察;e.用发掘出土的烧石进行相同的实验观察。

为了获得接近古人在旷野用火状态下产生的火温 ,我们尝试了 2种火塘模式:

开放式火塘:模拟旷野中简单的不做封围的火塘 ,在平地上选择稍低的小坑 ,用当地的

灌木 、小乔木燃起篝火 ,不予吹火增氧 ,用自然 、低温的火焰对其上的石料进行烧灼。经检

测 ,这种情况下火焰外部温度一般在 500—600℃。将石料烧烤 15 分钟后观察 ,记录不同岩

性的石料在不浸水与浸水 2种状况下形态变化的情况 。结果发现:1)烧热而不浸水的石料

均不发生破裂 ,但有些石料表面出现裂纹(我们将这种情况定为 1级破裂);2)浸水后个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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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分裂为两半 ,多是沿着石料原有的节理面裂开(此种情况被定为2级破裂);3)被浸之水不

能沸腾或不能长时间沸腾 。

图 4　实验产生的 2 级破裂烧石

Fig.4　Burned stones by experiment

炉灶式火塘:用土石做出炉灶式相对封闭的火塘 ,将通

风口迎着自然风方向 ,以此在不变更燃烧质的条件下吹火增

氧助燃 ,而在无风情况下用人工吹火助燃 ,制造出相对高温

的灼烧条件 。火焰外部温度一般可达 600—800℃。将石料

烧烤 15分钟后观察 ,记录不同岩性的石料在不浸水与浸水

2种状况下形态变化的情况。结果发现:1)烧热而不浸水的

石料大部分表面出现裂纹但不开裂(1级破裂),小部分裂为

两半或沿节理裂开 ,破裂面较为平滑(2级破裂 ,图 4)。此种

条件下烧热的石灰岩发生颜色变浅 、变白的现象 ,有的成为

生石灰;2)烧热浸水后 ,石英砂岩 、白云岩石料一般破裂为 3—5块 ,破裂面无一定方向且均

为不平滑面(此种情况被定为 3级破裂),性状与地层出土的大粒径烧石相同。对此类原料

重复同类实验操作 ,石料再次破裂成更小的石块 ,与发掘出土的小块烧石性状相同;3)脉石

英 、燧石和其它变质岩等材料的烧石浸水后爆裂为碎屑或粗颗粒状(此种情况被定为 4级破

裂);4)石灰岩烧石浸水后发生质变并污染水质;5)被热石浸灼的水沸腾时间长 ,可达 2分

钟。当然 ,持续放入热石可使水长时间沸腾。

模拟实验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几个现象对研究烧石的成因和用途具有启示意义:

1)按照实验产生的石块的破裂定级标准 ,第 12地点出土的烧石大多处于 2—3级破裂

状态 ,尤以 3级居多 ,说明这些烧石经历高温热烧和浸水的处理过程 ,而且很多还不止一次

被重复处理 、利用。从利用价值判断 ,虽然热烧和浸水是两个连贯的程序 ,但前者应该是后

者的预备程序 ,即烧石的真正用途是浸到水中 ,将水或液体食物(汤 、粥类)加热 、煮沸 。

2)对石灰岩石料的热烧实验发现 ,经低温烧灼者虽一般不破裂 ,但浸水后表皮会产生大

量的片状碎屑;而经高温热烧者即成为熟石灰块 ,浸水之后立即分解为碎末 ,随即变为浆状

乳白色熟石灰。高温灼烧的石灰石无论浸水与否均不能变成发掘出土的烧石形态 ,而且使

浸过的水浑浊不可用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石灰岩在当地最易于获取却并未成为烧石的

材料 ,因为其特性不符合当时人类的特别需求 ,被人类有意识地排除在适用材料之外 。

3)脉石英 、燧石等材料在经高温热烧 、浸水后往往发生爆裂 ,分解为碎屑或粗颗粒状 ,也

会造成水质一定程度的污染;如果水中有食物 ,则碎屑 、砂粒与食物相互混杂不易分离 ,影响

人类对食物的享用。这应该是在遗址内古人类会用这些材料制作工具 ,而不用它们作为烧

石使用的原因。

4)如果上述推理成立 ,那么说明该遗址的古人类在用火技能方面发生重大变革或进步 ,

即他们不再满足于更早的人类直接用火烧烤食物的方式 ,而是进化到用烧石热水 、熟食的间

接用火方式 ,使火温更易掌控 ,热量更有效利用。对烧石原料的选择说明当时的先民在经历

生产生活的实践后对当地各种石头的特性有了深入的了解 ,积累了丰富的环境知识和生活

经验 ,知道对其所面临的资源如何用其利 、避其害 。

该地点的古人用这种烧石加热何种对象 ?是什么样的生态环境促使他们产生这样的适

应反应? 我们试图从遗址的古环境信息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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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遗址周边古环境特点 、食物资源和水质测试

4.1　古环境和食物资源

水洞沟毗邻鄂尔多斯台地西南缘的毛乌苏沙地 ,西侧 10km 以外便是黄河及其冲积平

原 ,遗址所在盆地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与温带荒漠草原的过渡带 ,考古遗址点处于这个过渡带

之内的河流沼泽近岸草甸与低矮木本植物为主的小环境 。古环境资料表明 ,水洞沟地区晚

更新世后期至全新世的几万年内均处于荒漠草原大环境中;孢粉组合特征显示在第 12地点

整个地层发育期内该地区是以麻黄属+藜科+霸王+蒿属+禾本科组合为主的植被类型 ,

为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植被景观 。在该地点文化层堆积时期 ,气候相对暖湿 ,附近生长着

沼生植物和榆 、栎 、桦等温带落叶阔叶乔木 ,为稀树荒漠草原环境
[ 7]
。从人类食物资源的角

度看 ,这些乔灌木的根 、茎 、叶和果实可被人类食用的部分较少;目前在遗址附近沙漠里生长

着蒙古葱 、沙葱 、沙蒿 、沙米 、锁阳 、甘草和盆地河湖近岸生长着黑果枸杞 、苦菜 、胖娃娃菜等

近20种可食性植物
[ 8]
,它们大多出现在晚更新世孢粉样品中 ,其果实 、籽粒或根 、茎 、叶一般

须经煮沸甚至长时间蒸煮才能成为人类的盘中餐 。此外 ,遗址文化层出土兔(Lepus sp.)、狗

獾(Meles meles)、鹿(Cervidae)、普氏羚羊(Gazella przewalskyi)、水牛(Bubalus sp.)、野猪(Sus

sp.)、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yi)以及鸟类和啮齿类遗骸 ,其中普氏羚羊和兔的标本最多。

这些动物主要是食草类 ,与人类文化遗存伴生 ,是先民作为食物消费后的残余物 ,不排除他

们对这些肉食进行过烹煮享用 。很可能肉食资源是当时人类加热熟食的主要对象。

4.2　水洞沟遗址的水质测试

为考察水洞沟遗址附近可供水对先民的可利用性 ,我们从两个水源提取样本做水质分

析检测。水样①来自遗址区内第 2级阶地堆积下部砾石层的潜流泉水 。该潜流距地表深度

约11—15m ,在遗址区内不同地点有泉眼外溢 。水样②来自遗址附近的红山湖 ,红山湖是由

发源于水洞沟上游 26km清水营的边沟流水形成的活水湖 ,在沿途间断加入泉水并最终流

入黄河。对这两处水样的分析测试结果见表 1
[ 9]
。

从表 1可以看出 ,水样①的感官性状与一般化学指标大多数符合饮用标准 ,其中肉眼可

见物和含铁量虽然超标 ,但饮用后不会使人体产生较明显或确定的生理不适 ,饮用氟化物超

标的水对骨骼和牙齿影响较大 ,但在短期内对人体没有明显的伤害 ,而且这种伤害是非致命

的。水样①总大肠杆菌每升高达 70个 ,远远高出每升 3个的标准 ,直接饮用会立即对人体

造成明显的伤害 ,体现为腹痛 、腹泻 ,严重时危及生命 ,对童叟病弱者伤害更剧。但是富含大

肠杆菌的水一经加热沸腾水质即得到改善 ,可直接饮用。水样②中除了含有水样①的超标

信息之外 ,还有硫酸盐 、氯化物 、溶解性总固体 ,细菌总数几项也超标 ,其中溶解性总固体接

近水样①的 3倍 ,细菌总数是水样①的 30倍 。应该注意的是 ,两个水样虽然细菌总数差别

非常大 ,但深层地下水①与地表水②的总大肠杆菌的比例却非常接近 。水样②是现代流水

样本 ,不可避免带有现代工农业污染影响的成分;水样①为地下水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

这一地区早期人类可用水的水质。上述测试结果显示:生活在当地的人群 ,无论在现代和还

是万年前 ,都不可以直接食用本地的生水 ,而必须对其进行煮沸加热 。这应该是生活在水洞

沟第 12地点先民们针对这种不利的水资源情况而发明了用烧石煮水的独特用火方式 ,并在

遗址中给我们留下大量烧石的主要原因 。当然 ,现代水质与史前人类利用的水质会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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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因此这项研究结论还需更多材料的支持和检验。

表 1　水洞沟遗址区水质检测对比表

Tab.1　Chemical tests on water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Shuidonggou site

检测项目
标准

(mg L)

检测结果(mg L)

水样① 水样②
检测项目

标准

(mg L)

检测结果(mg L)

水样① 水样②

感
官
性
状
和
一
般
化
学
指
标

色度 15度 0度 0度

浑浊度 5度 <DL度 4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肉眼可见物 无 微量泥沙 无

pH 值 6.5—8.5 7.7 8.1

铁 0.3 1.10 0.12

锰 0.1 <DL度 <DL度

铜 1.0 <DL度 <DL度

锌 1.0 <DL度 <DL度

挥发酚 0.002 <DL度 <DL度

硫酸盐 250 118 523

氯化物 250 345 367

溶解性总固体 1000 588 1690

总硬度 450 133 310

阴离子洗涤剂 0.3 0.01 0.05

毒
理
学
指
标

细菌

学指

标

氟化物 1.0 2.01 5.05

氰化物 0.05 <DL度 <DL度

砷 0.05 0.0044 0.0014

硒 0.01 <DL度 <DL度

汞 0.001 <DL度 <DL度

镉 0.01 <DL度 <DL度

六价铬 0.05 0.041 0.015

铅 0.05 <DL度 <DL度

银 0.05 <DL度 <DL度

硝酸盐氮 20 8.89 4.04

细菌总数 100个 mL 8 240

总大肠菌群 3个 L 70 92

游离余氯 mg L <DL度 <DL度

检
测
结
论

水样①检测项目:除肉眼可见物 、铁 、氟化物 、总大肠杆菌群不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1985)外 ,
其它项目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水样②检测项目:除硫酸盐 、氯化物 、溶解性总固体 、氟化物 、细菌总数 、总大肠杆菌不符合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
外 ,其它项目均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5　第 12地点古人类用火方式 、作用与意义

水洞沟遗址第 12地点出土的大量破裂的经过高温烧烤的石块是 1.1—1.2万年前生活

在该地区的先民用来烧水 、煮食的烧石的残留 ,这样的结论得自于对出土碎石的形体观察并

得到模拟实验分析的验证 。当时的先民之所以要对生水进行煮沸是因为当地的水中含有大

量大肠杆菌 ,直接饮(食)用会对人体造成明显乃至致命的伤害 ,这样的结论得到对遗址区内

两处水源水样的水质检测分析的支持 。用烧石热煮的另一个可能对象是食物 ,包括动 、植

物。孢粉分析信息和当地具有可比性的现代植物种类提示当时的人类可以利用多种植物的

可食性果实 、籽粒或根 、茎 、叶 ,而这些食物资源中很多种类必须经过烹煮才能享用。第 12

地点灰烬层中与这些烧石共生的石磨盘-棒 、石杵等工具具有加工植物种籽的功能;将这些

可食性植物的籽粒捣碎 、研磨的程序应该与烹煮环节相衔接 ,也加强了对先民烧煮食物行为

推测的可信性。

用烧热的石头来煮水熟食 ,民族学资料中有很多记载 ,多被称为“石烹法”
[ 10]
。例如鄂

伦春人将掺了水的食物放到桦皮桶或清理干净的大型动物的胃里 ,将炽热的石块投入其中

煮沸;傣族人在剽牛时 ,在地上挖一个坑 ,将牛皮垫在坑里 ,盛水放肉 ,把烧红的石块丢在其

中 ,加热至熟。类似的煮食法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也常见
[ 11 , 12]

, 其中阿西尼本族

(Assineboins)名字的意思就是“石煮者”(stone boilers),他们宰牛后在地上挖一个坑 ,将牛皮

铺在上面 ,将水 、牛肉置于内 ,在旁边生火 ,将石头烧热投入其中 ,直到肉熟为止 。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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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烧煮食物的方法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从东北亚地区传入的 ,但它的源头并没有找到。

水洞沟第 12地点的烧石材料将这种“石烹法”的历史提前了1万多年 ,并可能在东北亚的晚

更新世人群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建立起新的历史纽带 。

控制火 、使用火是一种高层次的智力行为 ,在所有动物类中只有人类具备这样的能力。

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历史中 ,人类对火的驾驭和利用能力是不断发展 、不断加强的
[ 13]
。来自

以色列 Gesher Benot Yaaqvo遗址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考古材料表明 ,至少在 70—80万年前

的直立人演化中期 ,古人类已能控制用火 、保存火种
[ 14 , 15]

。来自湖北黄龙洞的材料表明 ,距

今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能在洞穴深处有效地用火来熟食和取暖
[ 16]
。近 3万年前的水洞沟

第2地点大量火塘遗迹表明当时人类对火高度依赖 ,对火的控制能力增强 ,但还是停留在简

单 、直接用火的模式 。而距今 1.1万年前的水洞沟第 12地点的烧石及其反映的先民用火方

式与功用则表明古人类对火的控制和利用能力发生了飞跃 ,由简单的直接用火而转入复杂

的间接用火 ,用火方式由火与受热对象的直接接触而变为通过烧石间接传导热能;受热对象

不再局限于有形的固体 ,而是包括了无形的 、难以掌控的液体 ,并因此促成了盛器的发明 、利

用;火的功能在熟食 、取暖 、照明 、防身等之外又增加了改善水质 ,将原本不可生活的环境变

得利于生存。

水洞沟第 12地点的烧石是首次确认并得以论证的古人类间接用火 、掌握“石烹法”的证

据 ,对古人类用火的历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先民对资源环

境的高度认知 、利用能力和因地制宜 、机动灵活的生存方略 。当时的先民处在更新世向全新

世的过渡期 ,气候条件在从末次冰期向冰后期转变 ,人类的生计则从迁徙游动的狩猎-采集

经济向定居的农业经济转型 ,文明的种子在孕育发芽。水洞沟第 12地点的先民正生活在这

一时期 ,他们用烧石烹煮食物 、改善水质的创举 ,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 ,使后人得以窥

见先祖在向文明挺进的征程上的一个壮美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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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Fire-Use Activities at Shuidonggou Localit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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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07 , over ten thousand cracked stone pieces were unearthed during a test excavation

from a thick ashy layer at Locality 12 of the Shuidonggou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 North China.The cultural horizon yielding such fractured stone was dated to

11000—12000 BP by AMS and OSL methods.Morphological observations and lit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roken stones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the result of ancient human selection , transport , heating ,

and utilization.Experimental studies on similar lithic materials support the idea that such cracked

pieces wen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repeated heating and water immersion.Therefore , it is presumed

that these pieces were “cook stones” used by ancient humans to aid in the cooking of foods and boiling

of water.Chemical tests on water samples collected from ground and underground sources near the site

indicate a high intestinal Bacillus content , and thus natural water could not have been utilized directly

without heat treatment.Paleoenvironmental studies point out that during the late Upper Pleistocene ,

many kinds of plant food resources were available to human groups living in the region , and that some

of such plant foods , especially seeds , would be edible to humans only after being boiled or cooked.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evidence of complex and an indirect way of fire use , i.e., hot-rock cookery , has

been recognized from Paleolithic remains in China , and thus , such boiling stone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studying ancient human adaptative strateg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fire-use

history.

Key words:Burnt stones;Hot-rock cookery;Shuidonggou Locality 12;Late Upper Pleisto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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